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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文化］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武侠小说由“武侠”和“小说”二者结构而成：武侠小说一方面是“武侠”，这里包含着一种

基于文化心态的历史源流，由此可以看到武侠文化的历史心态及其生成与变迁；武侠小说在另一方面是
“小说”，则以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文类的叙事方式，彰显着与叙事相应的独特武侠文化魅力。本期栏目

刊出两篇文章，孙金燕和刘卫英都是本刊的老作者了，她们这次从新的角度，分别对武侠小说之“小说”

和“武侠”的某些方面进行细读，从一个具体入微的角度进行阐释。孙金燕围绕平江不肖生的个案进行

探讨，指出武侠小说一直在“纪实”与“求虚”之间挣扎，并由此形成了“武侠文本叙述中分裂的符号自

我”，这也就是武侠小说文本的隐性叙事或隐性逻辑。孙金燕的论述，对于认识武侠小说的文类特性，显

然是有所助益的，也可以厘清对武侠小说过于偏颇的一些苛求之见。刘卫英仍然从文学母题的角度切

入，她曾经在本刊发表过“由爱生恨”的母题史研究论文，这一次她切入的是“矮将英雄”形象，个子矮，性

格有缺陷，但仍然不失其为侠义英雄，这在侠文学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体现了一种世俗化、狂欢化的文学

建构，尤其是在明清侠文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也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文学与文化资源。

从古代的游侠叙事到当下的武侠小说，中国侠文学不绝如缕，也正是因为有了源远流长的时间流脉与丰

厚博大的空间延展，并进而在实存与虚拟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叙事张力，武侠小说才会历久常新，才人辈

出，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拥有着众多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重要文类。

纪实与求虚：武侠文本中分裂的符号自我
———以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为解析对象

孙 金 燕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讲述最离奇的故事，却打着史传“纪实”的旗号，是２０世纪武侠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最
主要的文本特性。而在虚构性与历史性的微妙平衡中所隐藏的不可规避的矛盾与写作困窘，自中国现代第一

部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即已开始。不论是建立侠客谱系，还是以幻想收编史实，都与武侠小说在中国叙事

艺术的史传传统压力下完成虚构中“纪实”的假想有关。以“诚实记录”为托词，支撑一个虚构的世界，武侠文

本由此成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说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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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纪实与虚构：文本意向性与叙述体裁分类

文本表意总有其意向性。文本叙述对他人发挥影响的意向，是符号发送者希望符号接收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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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方式，是贯穿说话者———话语———接收者的一种态度。这种品格超出文本，是说者与接收者之
间的一种意向性交流：说者用某种方式标明他发出的文本有某种特性，而接收者愿意以其要求的方
式来理解。班维尼斯特对这种文本品格有过说明：“说话者一方面挪用（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ｓ）语言的形式
机制，用特殊的符号，另一方面使用第二性的程序（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说出他作为说话者的站
位。……任何讲述（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或隐或显地是一种言语行为，它点明了接收者。”［１］纪实性文本与
虚构性文本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文本“话语”本身，还暗含在作为“说话人”的表意意图以及作为“接
收者”的站位。

文学文本作为一种虚构化行为，虽然进入文学文本的客观现实必然超越被摹写的原型，而不必
分享客观事物的真实性，但文本话语对客观现实的不同锚定程度，将会从体裁分类、表意指向、解读
方式等方面进行不同定位［２］。汉民族以宏伟的史传叙事文学代替了史诗，理念上的重实际而黜玄
想、形式上的春秋笔法与纪传体模式都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叙事形态，即使在幻想虚构中获得自由的
武侠小说也不能例外。而对“虚构性”与“历史性”微妙平衡的寻找，则使武侠小说叙述往往呈现出
某种矛盾或写作的困窘。

１９２３年１月，《红杂志》第２２期隆重推出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随文附录施济群的评论。

小说断断续续连载至１９２６年７月的第８６回（今传本第１０６回），随后由赵苕狂续写。值得注意的
是，小说的叙述与施济群的回后评在共同支撑一个“事实”：这部小说在“纪实性”地为群侠立传。这
种叙述方式在其后的武侠小说写作中持续得到回应，也让厘清某些武侠小说是幻想小说还是历史
小说的问题，成为武侠小说研究者们经常需要面对的尴尬处境。

这种难以界定的尴尬主要呈现为三种形态：

其一，武侠小说对历史的引入，旨在形成一种非具体的抽象历史意识，如吕进、韩云波所说：“武
侠小说如果要写历史，必然是‘戏说历史’，与其戏说，还不如从具体的历史中超脱出来，表现一种更
为抽象的历史意识，亦即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回顾与反思。”［３］

其二，武侠小说对历史细节的倾心，是导引对虚构故事的解读向真实无限靠拢的主要诱因，如
张新军所说：“金庸的小说经常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甚至穿插历史人物乃至引用历史文献，憨
厚的主人公总是一下掌握其他高手一生也无法参透的武功，并为数名美女所追求。我们如何计算
作者和读者中这种普遍流行的幻想程度？难道这种故事比《窦娥冤》（有超自然因素，即物理不可能
世界）更接近历史现实？”［４］

其三，究竟是武侠小说还是历史小说难以取舍，如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一经面世，就面临“是
武侠小说还是历史小说”的讨论，倪匡的说法颇有意味：“他写到武侠小说的部分，是完全根据正宗
武侠的小说手法来写。……《城邦暴力团》是非常成熟的，他以前的作品没这个风格的！”这等于说
《城邦暴力团》“部分”是“武侠小说”且整体是对武侠风格的革新，体现在“它是武侠小说嘛，它主要
的情境，人物关系，全部纠缠在近代史上……你一定要接受他这种，又有幻想，又有现实！”陈思和也
说：“作者用这样一部‘江湖即现实’的小说，演出了庙堂与江湖之长达几十年的一部恩怨史或者血
腥史，来重新书写本世纪以来的中华民族风雨史。”［５］

既然文本意向是一种贯穿说话者———话语———接收者的态度，也就是说，可以根据文本话语中
的分裂元素解读说话者意图及说话者对接受者的功能性期待。诚如现象学所认为，叙述文本背后
的主体关注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种“主体间”的关联方式。胡塞尔将“交互主体性”解释为：“我们
可以利用那些在本己意识中被认识到的东西来解释陌生意识，利用那些在陌生意识中借助交往而
被认识到的东西来为我们自己解释本己意识……我们可以研究意识用什么方式借助交往关系而对
他人意识发挥影响，精神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纯粹意识的相互作用。”［６］

由此，关于武侠小说是幻想小说还是历史小说之困惑的厘清，就可以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文类
之定型化意义的“具有文学基因性质”的典型作品入手进行剖析。有论者指出，虽然“武侠”一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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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现，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真正意义上的文类奠基者，则是１９２３年的平江不肖生。韩云波认为，
“从平江不肖生开始，现代武侠的‘江湖’和‘历史’两大基本元素就已经开始奠基”，不肖生同时开启
了中国现代武侠的“奇侠”与“义侠”两条创作进路，“奇侠”代表的是以幻想性和形上性为旨归的创
作进路，“义侠”代表的是以现实性和历史性为旨归的创作进路。两条进路同时发展，虽互相影响，

但其主流是分别形成不同面貌，而均以不肖生为逻辑起点［７］。在后继的研究中，韩云波再次强调了
平江不肖生武侠书写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民国武侠的“后不肖生”时代的阶段性概念，他解释说：“将

１９３２年以来的民国武侠称为‘后不肖生’时代，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创造了２０年代武侠高峰的不
肖生在１９３１年后基本停笔，不再从事武侠小说创作；二是整个三四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基本沿袭了
不肖生２０年代即已形成的两大进路。研究民国武侠，首先在民国武侠整体历程中确定了不肖生这
个逻辑基点，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其继承与创新的逻辑理路。”［８］那么，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

开始，讨论２０世纪武侠小说在虚构与“求实”中的艰难抉择，或许可以有效洞察隐藏在武侠小说文
本中分裂的符号“自我”，以及这一“分裂”的产生机制与功能性影响。

二、《江湖奇侠传》“侠客”谱系悖论

小说虚构的世界是由我们的生存世界即真实世界、可能世界甚至不可能世界在“叠合”与差异
中编织而成。通过时素、地素、人素的三种“叠合”，叙述文本符号系统编码一个现实与虚拟的叠加
态世界，经验现实材料隐现于想象材料中，使可能世界真，或者非真但拟真。因此，“虚构”的程度由
“叠合”的程度决定，根据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相对距离，可以对文学虚构世界进行诗意的类型学判断
与描绘：现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世界里，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叠合点多，拟真程度强，故有“现实主义”

之称；相比之下，幻想小说虚构的世界拟真程度低，往往显得“荒诞不经”。
《江湖奇侠传》在时素、地素的设定中，挑选了现实世界的部分要素，却显然又与“当时”“当地”

刻意拉开了距离。

小说写于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的１９２３年的中国。在文本叙述中，时间设定在前现代的清朝，

柳迟父亲柳大成考秀才而不得，朱复等侠客“反清复明”，张汶祥刺马。在地素设定上，从第一回的
“长沙小吴门”开始，煞有介事地明确以湖南为核心而辐射开来，然而与长沙小吴门相隔不远的，是
一座“隐居山”：“山巅上一颗白果树，十二个人牵手包围，还差二尺来宽，不能相接。粗枝密叶，树下
可摆二十桌酒席。席上的人，不至有一个被太阳晒着。因为这树的位置，在山巅最高处，所以在五
六十里以外的人，都能看见它和伞盖一般，遮蔽了那山顶。”［９］上册，第１回，ｐ１白果树类似于《庄子·逍遥
游》中的大樗，绝妙之处在于，它让“隐居山”从此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有了某种想象中的勾
连。对“人素”的处理是问题的重点，《江湖奇侠传》的叙述一直处于幻想与“立传”的摇摆状态，直到
终以“写实”而证明了在幻想中“立传”的虚妄。

可以说，这种摇摆是由书写者与评论者共同造成的。施济群在第三回回后评中称：“余初疑为
诞，叩之向君，向君言此书取材，大率湘湖事实，非尽向壁虚构者也。然则茫茫天壤，何奇弗有？管
蠡之见，安能谬测天下恢奇事哉？”所谓“非尽向壁虚构”，倒是揭示了所有艺术文本都会征用部分现
实世界知识的特征，不肖生所言“此书取材，大率湘湖事实”，却是将“征用现实世界的部分知识”推
进为与现实世界中“湖湘事实”基本叠合的“写实”，目的为显示这是一部有本事可考证的史传作品。

在即将结束连载的小结中，不肖生再次强调：“在下这部义侠传，委实和施耐庵写《水浒传》、曹
雪芹写《石头记》的情形不同。《石头记》的范围只在荣、宁二府，《水浒传》的范围只在梁山泊，都是
从一条总干线写下来。所以不至有抛荒正传、久写旁文的弊病。这部义侠传却是以义侠为范围，凡
是在下认为义侠的，都得为他写传。从头至尾。表面上虽也似乎是连贯一气的。但是那连贯的情
节，只不过和一条穿多宝串的丝绳一样罢了。”［９］下册，第１０６回，ｐ１９７反观施济群第一回回评：“作者欲写许
多奇侠，正如一部廿四史”，“写柳迟状貌十分丑陋，而性质又极聪颖；其种种举动，已是一篇奇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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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第九回回评：“下半回在甘瘤子传中，忽尔夹写桂武小传，乃作者行文变化处。”在同一连载文
本中，写者与评者俨然意欲联合将这部小说打造成一个有本可察的侠之“合传”。
于是，与此前的侠客叙述相比，２０世纪武侠小说叙事正式开始了“列传”式的侠客身世谱系建

构，侠客自此同时携带宗法血缘关系与师承关系，成为可供辨认的坐标。同时，这些坐标从亲缘或
师门中继承来的爱恨情仇与使命，织就了一个元素饱满的“江湖”世界，其谱系结构又反向证明侠客
类似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群，“真实地活过”。
如此叙述的目标或许是诱导读者们相信，武侠小说也是“记史”的一种形式。但最终出现了意

外：“至于两派的仇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释。不过在下写到这里，已不高兴再延长下去了，暂
且与看官们告别了。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正不知有多少？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
部出来给看官们消遣。”［９］下册，第１０６回，ｐ２００“不高兴”究竟为何？雄心壮志搭建出来的谱系，究竟是什么
让这个“在下”闹起了脾气？这就或许要重新从《江湖奇侠传》的结构谈起。
一般认为《江湖奇侠传》１６０回中，前１０６回为不肖生所作。前５４回为昆仑和崆峒两派奇侠写

传；第６６回至第１０６回引入方绍德、张汶祥等现实中的人物故事；中间１２回过渡，如第６６回称：
“吕宣良与柳迟明年八月十五日子时在岳麓山云麓宫门外之约，并是这部义侠传的前后一个开合大
关键。”［９］上册，第６６回，ｐ５１２在叙述完“张汶祥刺马”之后，转为火烧红莲寺一案草草收尾，随即出现了“不高
兴”云云。

“张汶祥刺马”对整部小说颇有意义，作者解释说：

　　讲到张汶祥的事，因为有刺杀马心仪那桩惊天动地的大案，前人笔记上很有不少的记载，
并有编为小说的，更有编为戏剧的。不过那案在当时，因有许多忌讳，不但做笔记、编小说戏剧
的得不着实情，就得着了实情，也不敢照实做出来、编出来。便是当时奉旨同审理张汶祥的人，
除了刑部尚书郑敦谨而外，所知道的供词情节，也都是曾国藩一手遮天捏造出来的，与事实完
全不对。在下因调查红莲寺的来由出处，找着郑敦谨的女婿，为当日在屏风后窃听张汶祥供词
的人，才探得了一个究竟。这种情节不照实记出来，一则湮没了可惜，二则在下这部义侠传，非
有这一段情节加进去，荒唐诡怪的红莲寺，未免太没来由。因此尽管是妇孺皆知的张汶祥刺马
故事，也得不惮词费。依据在下所探得的，从头至尾写出来，替屈死专制淫威下的英雄出一出
气。［９］下册，第８２回，ｐ１０

“这十几回书中所写的人物，虽间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因此不能嫌累赘不写出
来。”［９］下册，第１０６回，ｐ１９７可见，即使奇而不侠是“张汶祥刺马”的特点，依然值得为其抛荒正传，从奇侠谱
系中生出枝蔓，甚至是调转笔锋，主导因素在“求实”，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理之所无，事或有之”的
“从‘无稽’到‘荒诞’”的“遵循的是证伪主义的思维逻辑”的“奇侠”观［１０］。
于是，这使得关于“张汶祥刺马”的叙述，产生了奇特的效力：这一案件“惊天动地”，从政坛到民

间都有据可查，是真正的“取材大率湖湘事实”。但张汶祥不是奇侠，他逸出了“江湖奇侠传”的侠客
谱系。这样一个由现实世界延伸至小说虚构世界的人物，曾经真正地活过，而关于他的叙述越“真
实”，越不得不写进小说以证小说“求实”，也就越反击了各位“奇侠小传”谱系的不靠谱，以至产生未
曾“活过”的不真实感。

“不高兴再延长下去了”，是因为纪实最终摧毁了幻想中的“立传”，这或许是作者一开始未曾预
料到的。但它恰恰为武侠小说提供了另一种假想：“真实”的人物与事件，虽然反证了“立传”以求实
的荒诞，但它作为奇侠江湖的一个枝节，显示了《江湖奇侠传》在更大的范围内以幻想收编史实的企
图：如果武侠小说的幻想世界是由各人物、事件谱系构成的无数个“可能世界”组成，那史实所在的
“可能世界”便是其中之一，这个企图在接下来其他的武侠小说写作者的虚构中仍在继续。

三、２０世纪武侠小说“纪实”的隐性逻辑

在《江湖奇侠传》中显现的两种“写实”叙述形式，在后继的武侠小说中得到延伸。不论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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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谱系还是以幻想收编史实，都与武侠小说在中国叙事艺术的史传传统压力下完成虚构“纪实”

的假想有关。
（一）侠客谱系的延续
在《江湖奇侠传》中，昆仑派与崆峒派诸侠客“小传”穿插进行，形成彼此维系的结构性力量。这

种系谱结构延续下来，作家往往在多部作品中共同建构一套谱系。还珠楼主以《蜀山剑侠传》《青城
十九侠》《长眉真人传》《武当异人传》等构成“蜀山剑侠”谱系；郑证因以《鹰爪王》《天南逸叟》《子母
离魂圈》《五凤朝阳》《淮上风云》等构成“鹰爪王”谱系；王度庐以《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
《卧虎藏龙》《铁骑银瓶》构成“鹤－铁”江湖悲剧侠情谱系……。侠客们通过三套关系，串联承继而
成谱系：

其一，师承教养关系。正式拜师入派，使少林、武当、峨眉等成为武侠小说中人才济济的门派，

还有诸如以某个人物为串联的隐性师承关系，如金庸笔下“独孤求败”一脉，在《神雕侠侣》中，独孤
求败的大雕伙伴，耳濡目染独孤求败的习武经历，以此教授杨过，杨过间接成为独孤求败的传人；在
《笑傲江湖》中，教授风清扬“独孤九剑”，后由风清扬传授令狐冲。“独孤求败”这个从未正式露面的
“奇侠”，使杨过与令狐冲所处的“江湖”，勾连成为一个谱系。

其二，血缘伦理承继。王度庐《藏龙卧虎》与《铁骑银瓶》，前者以玉娇龙、罗小虎之间的爱情纠
葛为线，后者始于玉娇龙、罗小虎分手十月之后，其子韩铁芳出生之时，小说以韩铁芳寻母、罗小虎
寻妻为线索，以侠客亲仇而构成谱系。

其三，侠的“然诺”与武的境界构成。包括侠客的情感盟约与理想抱负。任我行称“江湖中最佩
服之人有三个半”、百晓生的“兵器谱”等，以绰号和排名的方式来实现对侠客之“武”与“侠”的认同。

它与师承、血缘中承继过来的“报恩仇”关系，构成了江湖谱系的重要元素。

更为重要的是，多位作家的多部作品往往尝试共有一套谱系。如昆仑、崆峒、丐帮等平江不肖
生的谱系结构节点，以后又重现于金庸等作家的多部武侠小说中；武当、青城等还珠楼主的谱系结
构节点，日后重现于王度庐、宫白羽的多部武侠小说中。甚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

还继承了不肖生《江湖奇侠传》金罗汉吕宣良两肩上的一对大鹰，使之变成两只白雕，同样可以自长
空急堕，分进合击敌手。这使得“江湖”在彼此的叙述呼应中，成为一个系统的“大历史”。

（二）对史实元素的收编
范烟桥将“武侠小说”以文类特征分为三种，除去向壁虚构的剑仙斗法一类之外：“一种是结合

史事或民间传说，专写拳棒技击的，叙述较合理，不涉怪力乱神，多是敷陈些双方战斗之事，或各派
武术家之间因意气之争，而引起的私斗，或官府、镖师与绿林的矛盾等故事；第二种虽也结合一些史
事，专写武术，不掺杂神仙飞剑无稽之谈，但所写的武技内容，不尽合理，出现了掌风可以伤人、咳唾
可以制敌等等超人的神技，以及宝刀宝剑之类的神奇，故事的背景虽仍是人世社会，但已逐渐失去
现实的色彩。”［１１］

１９２３年，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在《侦探世界》连载。该书以谭嗣同“血谏”为始，以宣统
元年（１９０９年）霍元甲去世告终，“本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１２］。以致近９０年后的研究
者亦称：“不肖生是要以霍家的‘迷踪拳’作为他渲染的主干，带出清末武林各门派之看家特色，为武
林留下一代英豪的列传。”［１３］

同期赵焕亭《奇侠精忠传·自序》称：“取有清乾嘉间苗乱、教匪乱、回乱各事迹，以两杨侯、刘方
伯等为之干，而附以当时草泽之奇人剑客，事非无稽，言皆有物。”但其中千年灵芝幻化人形之后服
之可增进功力的描写，以及众多女英雄叱咤江湖如白莲教女首领田红英等描写，恰恰说明这部小说
着重的不是“言皆有物”，而是“事近无稽”。姚民哀写“会党”武侠小说同样声称：“被我探访确得实
的秘党历史，以及过去、现在的人物的大略状况，也着实不少。……倘经一位大小说家联缀在一起，

著成一部洋洋洒洒的宏篇巨著，可以称为柔肠侠骨，可泣可歌，足有令人一看的价值。如今出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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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笔头，可怜我学术荒落，少读少做，故此行文布局，多呆笨得很。只得有一句记一句，不会渲染烘
托，引人入胜，使全国爱看小说诸君，尽皆注意一顾。清夜扪心，非常内疚，有负这许多大好材料
的。”［１４］

宫白羽《偷拳》将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蝉及其学武经历拉入小说，再到梁羽生最得意的“忠于
历史的武侠小说”［１５］《萍踪侠影》，更甚者则为金庸笔下通篇建立在乾隆为陈世倌之子历史假说基
础上的《书剑恩仇录》，以及金庸笔下“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的《鹿鼎记》等，共同特
点是并不在真实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上用力，“真实”的历史成为“江湖”大叙述夹缝中的“世界”。

征用现实的“历史”知识，妙处在于通过对“时间”节点以及当时历史大事件的锚定，让关于“当
时”的全部历史都可以成为符号接受过程中的想象物，这个想象物在读者开始符号接受时，就可以
活跃于对此“历史”节点有所了解的读者的想象之中。而在它的侠客谱系建构中，“江湖”虚拟世界
成为由各种虚构个体呈现的各种可能世界的集合，无论人物即侠客的私人世界，还是作者或叙述者
所表现的“文本实在世界”的其他可能状态，通过一定的因果条件勾连，在明确的“时间链”推移中，

多人物视角及直接引语方式以及用力于对叙述时间的明晰化，同样都是为了加深江湖虚构世界客
观纪实的印象。如同以下两种武侠小说中常用的叙述方法：

　　这部书将要叙入霍俊清的正传，就不能不且把鼻子李的历史略提一提。［９］上册，第６回，ｐ３８

如今暂不言曹、巴二人，在店里很焦急的等候齐四回来，且先将齐四的来头履历表白一番，

看官们才不至看了纳闷。因为前几回书中，金陵齐四突然出面，并不曾把齐四的来历，交代一
言半语，看官们必然要疑心是作者随手拈来的人物，其实不然。金陵齐四在这部游侠传中，很
是个重要角色，前几回书因是曹仁辅的正传，所以不能交代齐四的履历。［９］上册，第３４回，ｐ２２６－２２７

前者为提前叙述，以维持时间的线性结构；后者为倒叙，在情节线索交叉时，一是交代英雄来
历，避免“看官们必然要疑心是作者随手拈来的人物”，对“纪实性”进行声明；二是趁曹、巴二人“在
店里很焦急的等候”的空档，表白他人履历，保证叙述时间的整饬性。虽然打破“历史”的自然时间
顺序，但它的时间链条清晰，依然可以使叙述安妥在那个“纪实性”的“可能世界”。

如上所述，一靠征用现实世界的“历史”节点，二靠建立侠客谱系，既可使武侠小说情节沿着以
某几位侠客为中心的单向“史实”发展，又使这条单向发展的情节线上容纳众多人物活动，以求“还
原”错综复杂的“历史”，在“纪实性”与虚构性之间建立平衡。以此种种打着史传的旗号，向“写实”

交纳离奇的故事，构成为“情节后面的一股叙事暗流”，形成一种“隐性叙事进程”［１６］，由此构成２０
世纪武侠小说叙事的隐性逻辑。

四、一个分裂的“自我”：“求实”与虚妄的托词

总体而言，“求实”是２０世纪武侠虚构中一直存在着的假想。究其原因，需要将２０世纪武侠小
说置于中国文学总体环境中，才能探知在幻想中“纪实”的幻觉之所以能在２０世纪武侠小说中一脉
相承，既与武侠小说的文类地位有关，也与２０世纪的文化大环境有关。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类层级中，“史书是中国文化文类等级最高的叙述文类。‘六经皆史’，按这
说法，史书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文本类型，即所谓‘经典化文本’（ｃａｎｏｎｉｚｅｄ　ｔｅｘｔｓ），接近许多文化中宗
教典籍的地位。史书的绝对意义地位对中国文化的一切文化都产生压力”［１７］，于是，小说之类在中
国文类等级中地位低的文类，往往被迫需要向“史”进行超文类的模仿，“对某种高级文类的企慕最
后成为这种文类中一种必要的表意范型，用以在这文化中取得存在的资格”［１７］，武侠小说作为小说
文类的最底层，更需要“慕史”以获得生存空间。

其次，晚清开始的“新小说”运动赋予小说以“新道德”以至“新人格”的社会责任。对于武侠小
说此种不叙述“当时”“当地”的幻想文类而言，不得不选择变相“求实”而更加“慕史”。从平江不肖
生到金庸等人的武侠作品中，选择以“传”“记”等命名的比例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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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虚构的世界，始终是实在世界、可能世界与不可能世界的交叉物，这使得武侠小说的江湖
虚构世界并非抽象的逻辑建构，而是能够被现象感知的某种空间与实体。《儒林外史》以伪侠张铁
臂以及凤四老爹（以侠客甘凤池为原型）、萧云仙等“现实”中不得志的侠客，解构明清侠义小说中的
诗性叙事，显示了当侠客企图与现实并轨之时，也就是侠客开始落落寡欢于平庸人间的开始。这显
示了侠客作为武侠小说中“侠”与“武”的承载主体，需要在虚构中才能寻找到“拯救”的自由。由此，

武侠小说徘徊在虚构性与“纪实性”之间，征用实在世界的部分知识，以及建构使侠客“活过”假象的
谱系，“求实补史”的旨趣与写实的现实性需求，给“侠客”的幻想虚构带来叙事矛盾。在“虚构性”与
“历史性”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它必须努力寻求微妙的平衡。

“虚构性”赋予小说远高于“历史性”的自由度，也在武侠小说叙述中发挥效用。尽管武侠小说
总是将时间锚定在中国的“现代”之前，但它们又都刻意与“现代”之前社会拉开距离，提供与实在世
界的“历史”间离的可能世界。最关键处是将暴力权“下放”至民间。它既与政治若即若离，免于“当
时现实”式的统摄、服务于“一大僚”，又避开侠义公案小说在名臣大官总领之下除盗平叛的套路，彰
显民间的个人英雄，组织私人社团，实践民间正义。此间，民间色彩上升，而家国意识淡化，与“庙
堂”渐行渐远，文人武官、盗贼乞丐、和尚道士、皇亲贵族以至聂隐娘、红线、练霓裳等女中豪杰，都可
以浪迹“江湖”世界而作侠客。且不说作为个体本分的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即使涉及到“反清复
明”、夷夏之争、反抗异族侵略等宏大叙事的主题，捍卫民族大义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也大多出
于纯民间的个人自发行为，金庸《射雕英雄传》中守襄阳之役，当时襄阳有最高长官吕文德，郭靖助
守襄阳，非受朝廷委托，身处幕后却是真正的主角。在喜欢将历史背景引入武侠小说的朱贞木、梁
羽生等人笔下也都莫不如此。２０世纪武侠小说总体说来是避开“当时现实”的“伪历史小说”。

由此，武侠小说总会在不经意间将自己推入一个尴尬处境。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叙
述完“张汶祥刺马”之后，就“不高兴再写延长写下去了”，不仅因为那个“取材大率事实”的昆仑与崆
峒“两派的仇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释”，更由于“张汶祥刺马”这个真正有据可考的材料，与虚
构的昆仑、崆峒谱系不相容。

与此相类，朱贞木的《七杀碑》同样要在“历史性”与“虚构性”之间博弈。在其序言中，有对本书
“纪实”的详细解释：偶得的署名“花溪渔隐”的诗册中，《七杀碑》为其中所记载的明朝轶事十余则之
一，讲述张献忠踞蜀时的七雄传奇：“其文分叙七雄事迹，诡奇可喜，杨展为七雄之魁，叙其生平及率
义兵规复川南事尤详，谓杨展能识金银气，擅奇门五遁术，近于小说家言。然其叙述，均有所本，吴
梅村《鹿樵纪闻》及彭遵泗《蜀碧》等书，所载杨展传中，亦有精五行遁术语，顾博雅之士，亦不免也，

岂世真有此神奇之术欤？……余摭拾‘花溪渔隐’所述，兼采各家笔乘，故老传闻，综合七雄事迹，演
为说部，而删其怪诞不经者，并据‘花溪渔隐’之说，以《七杀碑》名书，志其所由起。”［１８］对轶事“近于
小说家言”的“神奇之术”表示疑问，代之以“删其怪诞不经者”的小说《七杀碑》，俨然要将其改编成
一部历史小说。据此，有学者称，朱贞木的《七杀碑》使武侠小说历史化，是一次“学科的融合”［１９］。

但事实上，《七杀碑》为了不让写实空间对虚拟空间造成挤压，只将叙述控制在七雄之一杨展赴京回
川时遭遇的一系列奇事，根本没有涉及七雄“联袂奋臂，纵横川南，保全至众”对抗张献忠的事迹。

这使得其序言或是为小说虚构过甚而做出的平衡之语，或是作者一厢情愿的“想象”。

此类情况如同俞樾改编《三侠五义》，“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２０］，志在使
“俗说”得以“收编”进入“史传”，却不过“别撰第一回”，之后就难以为继。而金庸等人的小说中，或
者采用注释，或者另作别传，都不过是企图将天马行空的虚构拉回小说纪实性“史传传统”的故弄玄
虚或无可奈何之举。可以说，这是武侠小说以“写实”的叙述方式为托词支撑一个虚构的世界必然
会遭遇的窘态。

由现实人生延伸至中国传统小说之虚构叙事，向来重实际而黜玄想，以“慕史”方式维持文化的
意义等级，武侠书写便在“纪实”与“虚构”之间左冲右突。由于武侠小说作者大多是被抛入社会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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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文人，武侠小说的写作以其可以迅速转化为生活资料，成为他们维持生计之器。平江不肖生写
了《留东外史》，被世界书局老板看中，稿酬特别丰厚，但出版商要的是剑仙侠士之类传奇小说，于是
有了《江湖奇侠传》的诞生。但矛盾在于，武侠小说既要在“纪实性”中获得意义等级下的生存空间，

又要在“虚构性”中完成“侠”之拯救神话，“求实”与“虚构”往往彼此成为负担。而在具体叙述中，一
方面对“求实”孜孜以求，一方面采取种种策略性搁置，使其成为虚构的一种托词。隐藏在武侠小说
叙述背后的作者的分裂“自我”，使其总是在所谓的“纪实”与“虚构”中左冲右突。最终，以“诚实的
记录”为名，武侠小说成了一个伟大的“说谎者”。

参考文献：

［１］　Ｅｍｉｌｅ　Ｂｅｎｖｅｓｎｉｓｔｅ．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ｒａｌ　Ｇａｂ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ａｍｉ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８２．

［２］　孙金燕 ．现实、虚构与想象：武侠文本的符号述真与解读错觉［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１０４－１１１．

［３］　吕进，韩云波 ．金庸“反武侠”与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Ｊ］．文艺研究，２００２（２）：６５－７３．

［４］　张新军 ．可能世界叙事学［Ｍ］．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８０．

［５］　谭华 ．《城邦暴力团》：是武侠小说还是历史小说［Ｊ］．光明日报，２０１１－１－３０．

［６］　胡塞尔 ．胡塞尔文集［Ｍ］．倪梁康，选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７：８５８－８５９．

［７］　韩云波 ．平江不肖生与现代中国武侠小说的内在纠结［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６）：３３－３９．

［８］　韩云波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与民国武侠的“后不肖生”时代［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２）：１２７－１３８．

［９］　平江不肖生 ．江湖奇侠传［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９．

［１０］　韩云波 ．论平江不肖生的“奇侠”路向［Ｊ］．重庆三峡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２）：４２－４７．

［１１］　魏绍昌，编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３１３．

［１２］　平江不肖生 ．侠义英雄传［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９：上册，第１回，１．

［１３］　范伯群 ．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近代侠义英雄传》［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１）：３７－４０．

［１４］　姚民哀 ．箬帽山王·本书开场的重要报告［Ｊ］．红玫瑰，１９３０，６（１）：７．

［１５］　尤今 ．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中［Ｇ］／／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 ．香港：伟青书店，１９８０．

［１６］　申丹 ．“隐性进程”与界面研究：挑战和机遇［Ｊ］．外国语文，２０１３（５）：１－６．

［１７］　赵毅衡 ．苦恼的叙述者［Ｍ］．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２４．

［１８］　朱贞木 ．七杀碑［Ｍ］．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１．

［１９］　汤哲声 ．大陆新武侠关键在于创新［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１）：１４４－１４７．

［２０］　俞樾 ．序［Ｍ］／／七侠五义 ．北京：宝文堂书店，１９８０：４．

责任编辑　木　云

４２１


